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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阐述了科研与科普的内在联系，界定了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内涵；基于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信息资源等四种科技资源，总结梳理了科研人员参与科普工作等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主要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激发科研人员参与科普的动力、拓宽支持科研人员开展科普工作的经费渠道等促进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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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cience popularization,and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cience popularization.Based on human resources, financial resources, material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combs the main modes of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uch as stimulating the motiv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ers to participate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broadening the funding channels to support scientific researchers to carry ou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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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印岱阶在评介《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一书时将其评价为是“一本将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好书”[1]，这是科研与科普相结合首次在我国被使用。虽然出现较早，但其从研究层面被更多人所关注则是在2010年后。马玉宏等认为，科研与科普相结合是科普教育模式的一种创新，并以深入学校组织开展科普讲座、让学生参观前沿科研实验室等“走出去”的方式对这一理念进行了科普实践[2]。2011年，中国科协专题部署“科研与科普结合对策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中国科普研究所的团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3]。此后，我国学者围绕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理念与作用、路径与机制、案例与实践等方面积极开展研究，为有关部门积极推进相关工作提供了有效支撑。
2016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一指示既为新时期强化科普工作提供了遵循，也为科普工作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简称《纲要》）将“科技资源科普化”确定为“十四五”时期全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5项重点工程之一，设计部署了完善科技资源科普化机制、实施科技资源科普化专项行动等具体任务[4]。本文基于科技资源的视角，聚焦于对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模式进行总结分析，以期能为我国科技资源科普化的实践提供些许支持。
1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内涵
科研，科学研究的简称，是为了增进人类知识和谋求知识新的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工作，一般可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性研究三类。科技创新既包括科学研究也包括技术创新，是两者的总称，是创造和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和经营模式，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提供新服务的过程。一般而言，科技创新可以分成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三类 [5]。从定义可以看出，科研和科技创新两者都既包括谋求新知识的知识创新，也包括应用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创新。当今的时代是创新的时代。因此，本文所指的科研，是泛指一切有关科技创新活动的行为，包括科研人员的科学研究、企业家的创新、甚至更广范围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活动，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科技创新。
所谓结合，指人或事物间发生密切联系。据此，科研与科普相结合可以理解为科研与科普两种活动、两类主体之间发生密切联系。这是一种双向的联系，做出联系的主体既包括科研一方，也包括科普一方，科研人员开展科普或科普人员开展科研，在理论上都属于科研与科普相结合。但在通常意义上，科研与科普相结合是指科研活动的主体组织开展或参与有关科普活动的行为。行为的主体主要是科研这一方，行为的结果则是各式各样的科普活动。
科研人员处于领域的最前沿，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创造者、实践者，是科研成果的生产者和拥有者 [6][7]。就如著名科学家茅以升指出的，“科研是探索其‘然’和‘所以然’，科普是传播其‘然’和‘所以然’，昨天的‘所以然’，今天变为‘然’，就可能产生更新的‘所以然’”。“昨天是科研项目,今天就可能是科普选题”，“科普是科研的继续，科研也可能是科普的产物。” [8]因此，科研与科普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促进科研与科普密切结合、推进科技资源科普化，不仅能丰富科普资源总量、提升科普资源层次、促进科普转型升级，促进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在宣扬创新成果、弘扬科学和科学家精神、厚植创新土壤、推进创新文化建设等方面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模式
科技资源，包括财力（经费）、人力、物力、信息等方面，是科技活动的基础。因此，科研与科普相结合从资源这个角度来说即是各种要素的科技资源与科普相结合，是对科技资源的科普转化，是赋予特定科技资源科普功能的过程。
2.1基于人力资源的结合：科研人员参与科普工作
人是一切活动的主体。科研人员等专业技术人员基于自身优势和专长，或出于自身的兴趣爱好，或积极参与单位和有关部门的号召，以多种方式开展或是参与科普工作，是科研与科普结合的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简称《科普法》）第十五条规定，“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师应当发挥自身优势和专长，积极参与和支持科普活动”。科研人员参与科普既可实现科研成果的现实转化，也是促进“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有效途径。
在大咖云集的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有一群科研与科普结合的典范，他们平时做科学研究，每逢公众科学日、科学嘉年华等科普活动开展，或是有与科技相关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他们就积极地参与科普，是科研人员与科普的直接结合。中科院公众科学日活动自2005 年5 月举办首届活动以来，参与该活动的科研人员、科普志愿者已从当年的500余人发展到今年的5000余人，是科学研究国家队里的科普国家队，展现了科研人员的科普担当[9]。2002 年创始的“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仅2020年就有近百位院士专家开展了科普活动逾200场，搭建起了院士、专家等科技人员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交流渠道[9]。
近年来，基于便捷的互联网平台，也涌现出了一批“科普大V”“科普大咖”。如在B站走红由科学家变身科普大V的“科技袁人”，其在“今日头条”2021年6月1日的粉丝数超过200万。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卢静是一名古生物学领域的青年科学家，其在抖音上运营的“玩骨头的卢老师”迄今聚集粉丝数37.3万，获赞超过280万，被评为2019年度“抖音最酷科学家”，是科研人员基于短视频平台开展科普的重要代表。
2021年2月，“典赞·2020科普中国”的“年度十大科学传播人物”揭晓，王文峰、吴尊友、张思莱等十人当选。他们的职业都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怀着对科普的浓厚兴趣，怀着对科技人员参与科普的强烈责任感，是科研人员将科研科普有效结合的典范。
2.2 基于财力资源的结合：设置科普相关专项
财力资源，即经费，是科普活动顺利开展的基础条件。2020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规模为 171.72亿元，其中各级政府部门拨款138.39亿元，占全部经费筹集额的80.6%，比2019年提高0.97个百分点[10]。基于财力资源的科研与科普相结合，主要表现在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管理的科技计划中设置科普专项（或科普项目），或在科技计划项目（课题）中明确科普任务，对科普活动给予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早在1998年即设立了“科普工作专项”, 制定了针对“专项”科普项目的管理办法，鼓励和支持承担基金项目的科研人员积极开发科普资源、投身开展科普工作，为促进科研和科普相结合进行了有益探索。目前，各省（直辖市）科技计划中大多设有科普专项，有效提升了科普在科技工作中的地位。如在北京，2018年，北京市科委组织的“科学技术普及”专项投入6750.28万元[11]；在上海，上海市科委在2021年度的“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中设置有科普专项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科普项目。
除了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外，各级科协组织也设置了丰富多彩的科普工作专项。《科普法》实施后，中国科协从2002年开始就设立了面向社会公开发布的“科学技术普及专项资助”，以项目的方式支持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开展科普工作[12]。北京市科协目前设置了科普创作、科普星辰行动等十余个工作专项，为推进科普创新实践、助力科普与科技创新两翼齐飞提供了积极支持。
此外，有条件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科技创新主体也积极设置支持科普的专项计划，如中科院就面向其所属单位设置了科普专项，分为科普基地类、科普产品类、科普教育类等多种类型，支持各种形式科普工作的开展。该专项2021年支持项目37项，包括科普活动、科研科普基地、新建科普场馆、科普平台、科普培训、科普图书等多个类别。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作为北京市直属唯一的大型多学科科研机构已连续多年设置有科普专项，2020年度全院的科普经费支出达20139.35万元，其中项目支出5645.86万元[13]。
2.3基于物力资源的结合：科研设施向公众开放和科技创新机构兴办科普基地
与科普体系相比，我国拥有更完整的科研体系，更加丰富的科研设施资源，遍布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等众多科技创新主体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依托其面向公众进行开放或组织开展有关科普活动，是科技物力资源与科普相结合的重要形式。《科普法》第十五条提出，有条件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类社会团体，“应当向公众开放实验室、陈列室和其他场地、设施，举办讲座和提供咨询。”
近年来，我国科研设施加快开放，持续承担重要科普职能。2020年，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分析测试中心、科学数据中心等科研设施向社会开放8328个。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虽然科研设施开放的数量比2019年减少了28.2%，但由于更多单位采用线上方式开放，科研设施面向社会开放接待的观众人数比2019年增长21.9%[10]。17年来，参与中科院“公众科学日”的院所数量也大幅增长，由最初的每年30余个发展到2020年的120多个[9]。
除了科研设施开放外，依托科技创新机构建设科普设施也是基于物力资源实施科研与科普结合的一种模式。科普教育基地主要是指由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农业、安全、自然资源、旅游等领域机构兴办，面向社会和公众开放，具有科普和教育功能的示范性场所；其中，依托国家科技资源、科技成果面向社会和公众提供科普服务的教育、科研机构、大科学装置、重大工程以及医疗机构的场所和设施，即教育科研与重大工程类的科普教育基地，包括但不限于教育、科研机构等内设的科普场馆、实验室、工程中心、科学观测台（站）等。1999年，为充分调动社会各各界科普工作的积极性,中国科协开始组织创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2022年3月中国科协命名的“2021-2025年第一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名单公布，共800家入选；据初步统计，在北京市入选的95家中，依托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教育和科研机构建设的科普教育基地共49家，占比超过一半。实践证明，依托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拥有的科技资源建设科普场馆，有效地丰富了科普资源总量，提升了科普资源的层次，是实施科技资源科普化的重要途径。
2.4基于信息资源的结合：科研成果等科普化
以信息资源形式存在的论文、论著、报告、专利等学术型、基础性成果在科技成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2019 年，SCI 数据库共收录中国科技论文49.59 万篇，占其收录总数的21．6%；按数量统计，中国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2[14]。但由于其“高深”的科学属性，科研成果一般难以被公众所直接理解。科研成果科普化即是将科研活动中所产生的科技成果，以再创作或资源再造的方式，以不同的方法，向公众展示、宣传，向社会传播、推广，使社会公众了解科技成果或技术方案的原理、方法、产品、系统等内容的过程[15]，或运用新理念、借助新形式、采用新手段，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易于公众接受的科普文章、科普图书、科普视频、科普展品、科普游戏等形式多样的科普作品[16]。
学术成果的科普转化一方面可为科普工作提供源源不断、生动可靠的内容支持；另一方面，让原本只有少数人知悉的科研成果为更多人认识和了解，成为连接科研活动和科普事业的必要环节，是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重要手段，从而为科技创新奠定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成为科技惠及民生的重要契机。
1992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受引进国外科普图书的启发，在原国家科委基础研究高技术司等的支持下，策划编写了“攀登计划普及丛书”，将国家攀登计划的成果以科普图书的形式呈现给包括科学研究同行、相关学科的科研人员以及社会大众。丛书累计出版30余部，从出版社的角度，对科技计划项目成果的科普化进行了有益探索。2008年5月，科技部组织科学家、科普作家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国家科技计划科普丛书》第一套《国家科技计划科普丛书·卫生健康卷》。丛书包括5个分册，分别是《长风连日作大浪”(肿瘤成因篇) 》《更加众志成城(肿瘤预防篇) 》《云遮雾盖终有现(肿瘤诊断篇)》《不教胡马度阴山(肿瘤治疗篇) 》《柳暗花明又一村(肿瘤康复篇) 》[17] ，这是国家科技管理部门组织开展科技计划项目成果科普化的有益尝试。
2020年10月31日，“创新驱动发展 科技引领未来——中科院科技创新年度巡展2020”在北京自然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方式包括图文、模型、音视频、互动装置等多种类型，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让公众可以从更多渠道、更多角度及时了解中科院的创新发展前沿和动态。此类基于机构科技创新成果组织开展的科普活动，是科研成果科普化的又一表现形式。中科院的“科技创新年度巡展”自2012年启动，已举办展览56场次，覆盖省级行政区25个，触达人数595万余，成为中科院的优秀科普品牌活动之一。
3促进科研与科普结合的对策建议
3.1激发科研人员参与科普的动力
《全民科学素质纲要》要求，“通过宣传教育、能力培训、榜样示范等增强科技人员科普能力，针对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主动、及时、准确发声。”我国是一个科技大国，科技人员总量世界第一。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工作者等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科普的比例仍然较低，距离科研与科普紧密结合的目标差距较大。疫情期间，有媒体为了一个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科普话题联系十位科学家，最后只有一位同意发声[18]。原因何在？有调查显示，影响科普队伍壮大、稳定和水平提高的前三位因素分别为薪酬待遇、专业技术职称晋升和职业荣誉感，而薪酬待遇、职业荣誉感又与专业技术职称直接相关[19]。因此，从专业技术职称入手，是激发科研人员科普动力的关键。2019年，北京市在全国首设科学传播专业技术职称。在获评的十五位研究馆员中，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北京市西城区体育科学研究所等科研单位人员的入选格外显眼。他们是“兼职”的、“非典型”的科普人员。他们获评科学传播高级职称为科研人员等广泛的专业技术人员参评科学传播职称点亮了一盏明灯。建议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借鉴北京、天津等地科学传播职称设置的成功经验，研究设置本辖区的科学传播职称序列，将科学传播职称全面纳入职称制度体系，让全国的专、兼职科普工作者尽快享受到科学传播专业职称设置的“红利”。
3.2拓宽支持科研人员开展科普工作的经费渠道
在发达国家，依托科技计划设置科普任务是科研人员获得科普经费的重要方式，具体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将科技传播相关研究列为科研计划专项，如欧盟委员会从“第五框架计划”开始即设置有科普专项；其二是是在各类科研项目中明确科普任务及经费比例，如美国航空航天局从2003 年开始在“年度战略计划”中要求每个科研项目都必须包含科普任务，并在各项目预算中单独拿出2% 的经费予以支持[20]。基于此，我国拓宽支持科研人员开展科普的经费渠道相应地也可从这两个方面努力：首先是在各级各地的科技计划中设置科普专项，已设置科普专项的，逐步扩大专项规模；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单位设置科普专项和科普项目，为有意开展科普的单位和个人在经费方面提供渠道支持；另一方面，则是在科技计划项目，特别是与公众关系密切的科技计划项目中，设置科普任务，将科普任务作为科研项目的内在组成部分予以安排，将科普成效作为科技项目成果评价的重要内容，构建对科普更加友好的科技计划体系，形成有利于科研与科普紧密结合的制度安排。
3.3拓展科技基础设施科普功能
《全民科学素质纲要》提出，“拓展科技基础设施科普功能，鼓励大科学装置（备）开发科普功能，推动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基地面向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4]拓展科技基础设施的科普功能，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化科技基础设施开放的广度，推动更多的高校、院所、企业等科技创新主体利用科教资源丰富、科研基础设施完善的优势，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建立并不断完善开放制度，切实发挥科普源头作用。第二，同步建立新建科研平台和科研基础设施的科普功能。近年来，北京、上海、安徽等地建立了数量不等的国家实验室，部署建设了数量较多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些具有战略科技属性的科研平台和设施要同步规划建设好科普功能，充分发挥其对科研与科普结合的促进和引领作用。第三，依托科技创新主体举办科普设施。鼓励高校、院所、企业、社会团体等各方力量建设专业性、特色化科普场馆和科普教育基地，建立专业科普能力。第四，建立并不断完善科研机构开展科普的激励机制，推动在各类科技装置、科研基地等考核评价中纳入科普指标，促进科普工作与科技创新有机融合。
3.4促进科研学术成果科普转化
以科研学术成果的科普转化为抓手，聚焦解决学术资源向科普转化“最后一公里”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为促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提供高质量产品供给十分重要[21]。《全民科学素质纲要》提出，“支持和指导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科学共同体……及时普及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的方式概况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由科研成果的生产者本人对学术成果进行直接转化；第二，由科研成果的生产者与第三方联合进行共同转化；第三，由与生产者不相关的第三方进行单独转化。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要求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这既是对创新驱动发展的明确要求，也为科普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科研与科普的结合、科普创作的开展也应积极围绕和服务好这“四个面向”。《世纪幽灵：走近量子纠缠》《5G的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高铁史话》等为代表的“2020年度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就很好地体现了创作者对“四个面向”的积极实践，也体现了职能部门对科普创作如何践行“四个面向”的思考和导向。鉴于科研成果总量的丰富性，也由于科研人员参与科普的广泛程度有待提升，建议有关部门和机构在经费、信息、平台、技术、应用场景等方面对促进科研与科普的结合给与积极支持。
4小结与展望
科研与科普相结合既是科技资源科普化的重要驱动力，也是科技资源科普化的重要内容。从理论上阐释清楚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模式是推进该项工作的必要条件。基于人力、物力、财力、信息资源，科研与科普的结合模式多种多样，科研人员参与科普工作、相关部门及单位（包括科技管理部门、科协组织、相关单位）设置科普专项、推进科研设施向公众开放及科技创新机构兴办科普基地、推进科研成果科普化等是最常见的四种主要模式。与此同时，科研与科普相结合模式的分类又是多元的，如两者的相结合既可以基于有关要素直接结合，如科研人员直接参与科普、科研设施直接面向公众开放；与之相对应的是科研与科普间接结合，一般需要借助某些第三方要素，如专业科普机构单独或联合科研人员对有关科研成果实施科普转化。很多基于产业的科普、专业科普机构实施的科普一般可归为此种类型，上文提及的科普出版业，没提及的科普影视业等是间接结合的重要代表。无疑，“直接结合”是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主体，但“间接结合”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协同并进是构建新时代社会化大科普生态的必然要求。
随着《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对“科技资源科普化”的特别明确和专门部署，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科技资源科普化的实践必将在“十四五”期间取得更加可喜的成绩，为此做好理论研究支撑也是业界学者的共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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